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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拒谏如何影响下属?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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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级对下属建言的消极反应( 即领导拒谏) 是否及如何影响下属的工作结果这一问题长

久以来被学者们所忽视。本研究基于情感事件理论，考察了员工工作挫折感在领导拒谏与员工
工作结果( 工作满意度、建言行为和反生产行为) 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以及员工情绪调节自我
效能感对其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 235 位员工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 ( 1) 领导拒谏与员工
工作满意度和建言行为负相关，与反生产行为正相关; ( 2) 员工的工作挫折感部分中介了领导
拒谏与员工工作结果之间的关系; ( 3) 员工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调节了领导拒谏对员工工作
挫折感的影响，即员工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越高，领导拒谏与员工工作挫折感的正向关系越

弱，反之越强; ( 4) 员工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调节了员工工作挫折感在领导拒谏与员工工作
结果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即员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越高，该中介效应越弱。最后讨论了该研
究的意义和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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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商业环境日益复杂多变的今天，组织需要员工提出想法和建议以帮助企业获得成功［1－3］。但是，建言
并不能直接产生积极的结果，建言能否得到领导者的采纳和认可才是其作用发挥的关键［4－6］。然而，由于领
导者不一定拥有实施建言的必要资源和能力，或者下属所提的意见不具备可行性，建言常被领导忽视和拒

绝［7，8］。特别是当建言挑战了组织现状和领导者权威时，建言者被惩罚、给予糟糕的绩效评价也时有
发生［9，10］。
基于此，组织管理领域涌现出大量研究试图阐述如何促使下属建言被领导采纳或是引起上级的积极反

应［11－15］。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上级对下属建言的消极回应( 领导拒谏) 是否及如何
影响员工的工作结果。实际上，领导对下属建言的反应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甚至相比于领导纳谏，领导拒
谏占比更高［8］。本质上看，领导拒谏仍然属于领导行为的范畴，负面的领导行为无疑会影响下属的心理和行
为［16］。此外，从反馈的角度看，领导拒谏可以看做领导对下属建言的负面反馈［17］。而领导的负面反馈不仅
会给下属带来负面的情感体验，而且会降低员工的自我效能感和工作绩效［18－21］。考虑到领导拒谏在组织中
常有发生，且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研究疏漏令人吃惊。
目前学界对于领导拒谏的研究相对较少，仅有的少数研究也都集中于探讨领导拒谏的影响因素、形成机

理等方面。从拒谏的内容上看，领导者更可能对抑制性建言、破坏性建言等挑战性的建言做出消极反
应［3，11，13，14，22］。从拒谏的动机上看，领导者既可能为了维护自尊和权威而选择拒谏［17］，也可能为了平衡团队
成员关系或者维持组织稳定而选择拒谏［17］，或是为了提升下属未来建言的质量和频率而拒谏［23］。此外，建
言的实施还需要组织资源的配合和支持［24］，当缺乏执行建言的必要资源时，领导者也可能拒绝下属的建

言［7，23］。与领导拒谏前因变量的研究相比，对领导拒谏结果的研究更为稀少，零散分布于领导者对员工建言
反应的相关研究，且多是理论探讨，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领导拒谏作为领导者对下属建言的一种消极反应，
表达的是对员工建言的厌恶或抵制的行为［18］。例如，学者指出当领导对下属建言持否定或者回避态度，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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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增强员工的建言无用感［9］，也会降低员工建言的安全性感知［25，26］。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目前
对领导拒谏的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特别是对领导拒谏的结果缺乏充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基于情感事件理论探讨领导拒谏对下属工作结果的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

情感事件理论( Affective Events Theory，AET) 指出，组织中的事件能够引发员工的情感性反应，进而影响员工
的工作态度及行为［27，28］。根据 AET理论，领导的态度或行为是工作中重要的情感事件，能够影响下属的情感
和行为［29］。尤其当员工遭受负面情感事件时，员工的情感反应在情感事件与行为间的中介作用要更为明
显［30］。为此，本研究引入员工的工作挫折感作为领导拒谏时下属的情感反应。工作挫折感是员工目标实现
受阻后所产生的消极情绪［31］。当领导拒绝下属的建议或对下属建议表现出负面的态度时，意味着下属建言
的目标无法得到实现，从而导致下属产生挫折情绪。据此，本研究认为，领导拒谏会通过下属工作挫折感的中
介作用对下属的工作结果产生影响。
同时，AET理论也指出工作事件对情绪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不同的个体对同一工作事件的理解可能不

同，进而导致情绪体验也会不同，即工作事件与情绪反应的关系受到个体特质的边界调节［32，33］。为此，本研
究引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作为调节领导拒谏和下属工作挫折感之间关系的重要变量。情绪调节自我效能
感是个体能否有效调节自身情绪状态的一种自信程度［34］。当领导消极回应下属的建言时，具有高情绪调节
自我效能感的下属可以很快调整自身的情绪状态，阻断挫折情绪的产生。基于此，本研究认为，下属情绪调节
自我效能感可能会调节领导拒谏和员工工作挫折感的关系。
此外，本研究选取工作满意度、建言行为和反生产行为作为下属工作结果变量。其中，工作满意度作为常

用的领导有效性指标，从员工的角度反映了领导行为的效用［35］。同时，建言采纳与否作为对员工建言的直接
评价和反馈，对员工后续的建言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36］。反生产行为作为重要的工作结果变量，与领导行为
也显著相关［37］。为此，本文将探讨领导拒谏行为对下属工作满意度、建言行为和反生产行为的作用机制。
由此，本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出贡献: 第一，丰富了领导建言反应的研究视角。现有文献对领导建

言反应的探讨大多从积极视角出发，关注领导对下属建言的认可和采纳。但是，领导拒谏也是领导者对下属
建言的一种反应，且拒谏并不只是简单地作为纳谏的对立面而存在。对领导拒谏行为的探讨有利于丰富领导
对员工建言反应的相关研究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第二，借助情感事件理论，从情绪的视角，探讨了领导拒谏
通过工作挫折感影响员工工作结果的过程。这不仅有利于拓展对领导拒谏结果的研究，也为更深入理解这一
作用过程和机制，降低领导拒谏的负面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三，揭示了领导拒谏对员工工作结果影响的
边界条件，为领导者合理拒谏、干预拒谏产生的负面影响提供了潜在的路径。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领导拒谏与员工工作挫折感
挫折感是指个体受到外界的干扰或阻碍，导致个体的目标没有实现，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或者个体感到不

具备实现目标的必要资源时所产生的消极情绪［31，38］。在工作中，挫折感是一种常见的情绪，也是员工心理状
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未完成领导布置的任务、职业晋升受阻、人－岗不匹配、对薪资待遇有过高的期待等
都可能让员工产生工作挫折感［27，39］。
情感事件理论认为，工作中的事件能够引发员工的情绪反应，当工作事件与员工的目标、价值不一致或者

冲突时就会产生消极情绪［27］。其中，领导的态度或行为是工作中重要的情感事件，对员工的情感和行为有显
著影响［29］。员工通过建言行为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其初衷是希望自己的建言得到上级的重视和采
纳［40，41］。当员工试图努力提出建议而遭到领导拒绝时，会让员工感到无力改变组织的现状，难以实现个体建
言的目标，从而产生挫折感。相反，当员工的建言被领导者采纳时，这表明其建言获得了领导者的认可，一定
程度上实现了员工的目标，有助于避免员工产生挫折的情绪。此外，从领导支持的角度看，领导拒绝采纳员工
的建言意味着领导并不支持员工的建议，这会让员工觉得缺少必要的资源以实现自己改变组织的目标，从而

会产生较高的挫折情绪。而领导采纳员工的建言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领导的支持资源，有助于下属建言的推动
及落实，从而会降低员工的挫折感［42］。因此，提出如下的研究假设:

H1: 领导拒谏对员工工作挫折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2、员工工作挫折感与工作结果
工作挫折感是个体由于工作事件或工作经历而产生的一种主观感受，是个体对工作事件的情绪反应，属

于工作消极情绪［43］。根据情感事件理论，个体对特定工作事件的认知评价决定了其情感反应，最终影响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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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满意度［44］。也就是说，工作事件所引发的消极情绪影响着个体对工作满意与否的判断［45］。经历负面
情绪的员工往往会通过消极应对工作来缓解情绪的不利影响，因而工作满意度较低［46］。同时，工作满意度来
自于员工对其工作及工作体验中产生的愉快的、积极的情感状态［47］。这表明经历负面情绪的员工，其工作满
意度也较低。此外，挫折感意味着个体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42］。当工作没有达到员工的期望水平时其工作
满意度也较低［43］。因此，工作挫折感越高的员工，其工作满意度也越低。因此，提出如下的研究假设:

H2a: 员工工作挫折感对员工工作满意度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员工在工作中都乐于体验和保持积极情绪，避免体验消极情绪。工作挫折感作为一种消极的情绪状态，

逃避是最简单也是最为原始的反应方式［48］。当员工由于建言未被领导采纳而产生挫折情绪后，为避免再次
遭受挫折情绪的体验，面对组织中存在的问题会本能地选择逃避，即使有意见和想法也不会提出。同时，人们
在面对消极情绪时，更容易做出负面的认知评价［30］。因此，建言失败带来的挫折情绪也会让员工的自信心受
到动摇，对自我的能力产生质疑和否定［48］。这种消极的自我评估和知觉使得员工在建言决策时对自己的想
法不够自信，对建言的结果表现出更多的悲观，从而导致员工不去建言。因此，提出如下的研究假设:

H2b: 员工工作挫折感对员工建言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当员工受挫后除了表现出退缩行为外，还会产生对抗性行为。这种表现往往具有较大的冲动性，容易

导致破坏性的结果［49］。“挫折－攻击”理论表明攻击行为的发生总是以挫折的存在为先决条件，挫折总会
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行为［50］。个体在面对挫折时会有攻击他人、破坏、浪费时间和材料、人际敌意和抱
怨、人际攻击和对工作漠不关心等行为反应［51］。也就是说，个体在对环境事件进行评估后所知觉到的挫
折情绪会引起员工的反生产行为。同时，当员工受挫来自于领导时，由于领导和下属关系中的权力差距，
直接对领导的攻击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此时下属会将攻击行为转移到组织或者组织中的其他成员，从而
产生破坏性的生产行为。此外，挫折感的产生源于个体无法获得实现目标的必要资源。当员工感觉到期
望的资源无法获得时，倾向于采取降低工作投入、逃避工作、消极怠工等措施保护个人既有资源。因此，提
出如下的研究假设:

H2c: 员工工作挫折感对员工反生产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3、员工工作挫折感的中介作用
( 1) 领导拒谏与员工工作结果
工作满意度作为员工对其工作及工作体验而产生的积极情绪状态［47］。当领导反对、排斥或拒绝员工的

建言时，领导的负面行为容易阻碍员工保持积极状态的欲望［52］。同时，当对工作环境不满时，员工更愿意针
对组织的流程、管理的漏洞和可能产生的损失提出建议以改善现有的组织与工作环境［53］。此时，如果员工的
建议得不到领导的采纳，员工对工作和组织的不满将无法得到排解，从而拥有较低的工作满意度。相反，如果
领导能够积极回应员工的建议，及时处理组织中的问题，则可以提高员工的满意度。此外，员工建言的目的在
于帮助组织改善状况，提高组织的生产效率［54］。因此，当员工的建议被采纳后，会让员工意识到自己在组织
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激发并维持员工积极的工作动机，从而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55］。因此，提出如下的
研究假设:

H3a: 领导拒谏对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领导是员工重要的建言对象，对员工的工作分配、奖惩和晋升等具有重要决策权，因而是员工建言的重要

决定因素［9］。领导是否倡导和鼓励员工公开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是员工决定建言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56］。
当领导对员工建言行为表现出欢迎、鼓励和支持的态度和行为时，员工会更愿意向上级建言［2，11，26，54］。同时，
建言行为也是一种风险决策过程，员工在做出建言行为前都会考虑自己行为的安全性和效用［25，26］。当建言
得到领导的正面反馈和评价时，一方面员工会意识到领导愿意听取和支持下属的建言，让员工感觉到在组织

中建言是安全的，从而促进员工的建言; 另一方面领导采纳员工的建言，也让下属感到领导愿意改变组织的现

状，从而让下属觉得建言是有效的，进而促进员工的建言行为。而当领导拒绝下属的建议时，会让员工觉得他
们的建议是无用的，从而会抑制员工的建言［57］。同时，领导拒谏会导致员工生成建言失败的经验，而失败的
经验会降低员工的自我效能感［58］，让员工对自我能力产生怀疑，影响员工未来的建言行为。因此，提出如下
的研究假设:

H3b: 领导拒谏对员工的建言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由于员工建言试图改变组织的现状并可能对领导者的权威产生影响，领导经常不采纳员工的建言，甚至

对建言的员工或建言行为进行打压［14］。领导对下属提议的攻击和批判等行为会给员工带来强烈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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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59］。此时，为了平衡或释放这种压力，员工可能会选择实施一定的报复或反生产行为［60］。同时，领导拒谏
意味着员工无法得到领导的支持。缺乏组织资源掌握者的支持，员工很难依靠自身改变组织现状。对现状的
无力改变容易让员工产生逃避工作的心态。相反，当员工感受到上级的积极对待时，员工就会保持积极的工
作状态。因此，当员工建言被领导采纳时，可以让员工感到组织重视和认可他们为改变组织现状所付出的努
力。基于互惠原则，员工也将表现出更多的利组织行为以回报组织的支持［61］。因此，提出如下的研究假设:

H3c: 领导拒谏对员工的反生产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 2) 员工工作挫折感的中介作用
情感事件理论表明领导行为会对员工的情绪体检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27，62，63］，并且员工的行为会很大

程度上受到他们情绪状态的影响［64－66］。基于该理论，同时结合之前的推导，本研究推断，领导拒谏作为工作
中重要的情感事件，很可能通过增强员工工作的挫折感来对员工的工作结果产生影响。换言之，员工工作挫
折感在领导拒谏与员工工作结果之间起中介作用。具体地，当领导拒谏时，意味着员工建言的目的无法得到
实现，对员工而言是一种消极情感事件，会激发员工的工作挫折感。而员工的挫折情绪会让员工产生退缩和
攻击的行为，如让员工再面对组织问题时保持沉默，有破坏性的反生产行为和较低的工作满意度。由此，提出
以下假设:

H4a: 员工工作挫折感中介领导拒谏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的关系。
H4b: 员工工作挫折感中介领导拒谏与员工的建言行为的关系。
H4c: 员工工作挫折感中介领导拒谏与员工的反生产行为的关系。
4、员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
根据情感事件理论，工作事件对情绪的影响还受到个体特质的调节［32，33］。因此，本研究认为领导拒谏对

员工挫折感的影响也会受到个体情绪自我调节效能感的调节。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能否有效调节
自身情绪状态的一种自信程度，包括识别自身情绪状态的能力、理解他人情绪体验的能力及表达积极和管理
消极情绪的能力［35］。作为自我效能感的一种，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个体的情绪自我调节过程中发挥着关
键性作用。具体来看，个体在情绪调节方面的差异取决于个体对自身情绪调节能力的信念，而这种信念会影
响个体情绪调节的实际效果，同时也会影响个体的情绪状态［34］。与低情绪自我调节效能感的人相比，拥有较
高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员工更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去调节自身的负面情绪［67］。同时，情绪调节自我效能
感较高时，个体会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通过自我情绪的利用与调节，适应性地阻断某种不利情绪［68］。所以，
当员工建言被拒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员工会自发进行情绪调节以阻止挫折情绪的蔓延，弱化员工

对领导拒谏行为的负面感知水平。而情调节自我效能感较低的个体往往无法有效应对自身情绪，要么可能将
消极情绪扩大化，要么可能被消极情绪弄得不堪重负［69］。当他们身陷于领导拒谏后的消极情境中，那些不能
充分有效调整自身情绪的个体，更容易产生挫折的情绪。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5: 员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负向调节调节领导拒谏对员工工作挫折感的正向影响。
结合前文关于员工工作挫折感的中介效应以及员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的论述，本文认为员

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还能进一步调节员工工作挫折感在领导拒谏与员工工作结果之间的中介效应。员工
在遭受领导的拒谏行为时很可能会出现挫折情绪，进而会影响员工的工作结果。员工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作为一种稳定特质，其很可能会调节挫折情绪的中介作用，即高情绪自我调节效能感的员工会弱化领导拒谏

行为通过挫折情绪对员工工作结果的关系; 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员工会强化领导拒谏行为通过挫折情绪

对员工工作结果的关系。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6: 员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调节了工作挫折感在领导拒谏与员工工作结果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员工情

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越高，员工工作挫折感在领导拒谏与员工工作结果间的中介作用越弱，反之越强。
综上，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 1所示。

图 1 研究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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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1、样本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企业员工。为降低共同方法偏误，在三个不同的时间点分别对领导拒谏和员工情绪调

节自我效能感( 时点 1) 、员工工作挫折感( 时点 2) 、工作满意度、建言行为和反生产行为( 时点 3) 进行测量。
按照以往研究的做法，问卷发放时间间隔为 2 周［70］。此外，在时点 1 还测量了参与者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并
请参与者提供邮箱以及微信号以便后期进行问卷配对。通过对三次问卷的匹配和筛选，剔除无效问卷，最终
确定有效问卷 235份。持续进行三次问卷调查的样本与只进行一次问卷调查的样本在性别、年龄、学历和岗
位层级上均没有显著差异。在有效样本中，女性占 41. 3%; 25 岁及以下的员工占 20. 0%，26 ～ 30 岁的员工占
38. 3%，31～35岁的员工占 25. 1%，36 岁及以上的员工占 16. 6%; 专科及以下学历的员工占 5. 1%，本科学历
的有 54. 0%，研究生学历的有 40. 9%; 平均工作年限 4. 73 年; 一般职员占 5. 1%，基层管理者占 59. 6%，中层
管理者占 25. 1%，高层管理者占 10. 2%。

2、变量测量
本研究共有六个变量需要进行测量，包括员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领导拒谏、工作挫折感、工作满意度、

建言行为和反生产行为。本研究的测量量表均为国外文献中的成熟量表，都遵循标准的翻译和回译程序翻译
成了中文。所有量表均采用 Likert5点记分，1～5表示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 1) 领导拒谏
该变量的测量借鉴 Burris［14］和 Fast等［11］的建言采纳量表进行改编，请员工评估其领导的拒谏行为，包含

4个题项，典型题项如“我的直接领导不会把我的意见传达给他 /她的上级”。该量表的一致性信度系数
为 0. 879。
( 2) 工作挫折感
该变量的测量借鉴 Peters等［71］开发的 3题项量表。典型题项如“这项工作给人一种挫折感”。该量表的

一致性信度为 0. 886。
( 3)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该变量的测量借鉴 Wang等［67］开发的 4题项量表。典型题项如“我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该量表

的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 779。
( 4) 工作满意度
该变量的测量借鉴 Tsui等［72］开发的 6 题项量表。典型题项如“我对我所从事的工作本身非常满意”。

该量表的一致性信度为 0. 832。
( 5) 建言行为
该变量的测量借鉴 LePine和 Van Dyne［73］开发的 6题项量表。典型题项如“我会积极提出一些改善我们

单位问题的建议”。该量表的一致性信度为 0. 902。
( 6) 反生产行为
该变量的测量借鉴 Aquino和 Bradfield［74］开发的 8 题项指向组织的反生产行为量表( CWB-O) 。典型题

项如“我会花费时间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该量表的一致性信度为 0. 836。
此外，借鉴以往的研究，在本研究中选取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和职位层级等［75，76］可能影响员工工

作结果的人口统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数据分析与结果

1、测量量表的效度分析
在假设检验之前，本研究针对所测量的变量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检验构念之间的区分效度。由表

1可以看出六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好，χ2 = 665. 047，df = 419，ＲMSEA = 0. 050，CFI = 0. 926，TLI = 0. 917，说明
本研究中的六个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2、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在本研究中，由于各变量均由同一被试提供信息，有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有必要对样本数据进行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和控制。首先，根据 Podsakoff等［77］的建议，建立一个新的测量模型，控制了非测量共同
方法变异因子，该因子与其他同源潜变量无关。结果表明，与六因子模型相比，在共同方法变异因子存在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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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模型的拟合效果没有获得显著的提升( χ2 = 615. 472，df= 403，ＲMSEA= 0. 047，CFI = 0. 936，TLI = 0. 926) 。
这说明共同方法变异并没有对该模型造成严重的影响。其次，进行 Harman单因素检验，将本研究的 6个构念
的所有测项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析出 6个独立的因子。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了 25. 486%＜50%的方差。综合
两种分析结果，共同方法变异并没有对该模型造成严重的影响。

表 1 各种测量模型的比较

模型 因子 χ2 df Δχ2 χ2 /df CFI TLI ＲMSEA
六因子模型 EＲ，WF，NE，VB，JS，CW 665. 047 419 — 1. 587 0. 926 0. 917 0. 050
五因子模型 EＲ+WF，NE，VB，JS，CW 900. 223 424 135. 176＊＊ 2. 123 0. 856 0. 842 0. 069
四因子模型 EＲ+WF，NE+VB，JS，CW 1310. 132 428 645. 085＊＊ 3. 061 0. 733 0. 710 0. 094
三因子模型 EＲ+WF，NE+VB，JS+CW 1617. 646 431 952. 599＊＊ 3. 753 0. 641 0. 613 0. 108
双因子模型 EＲ+WF+NE，VB+JS+CW 2036. 316 433 1371. 269＊＊ 4. 703 0. 516 0. 480 0. 126
单因子模型 EＲ+WF+NE+VB+JS+CW 2336. 486 434 1671. 439＊＊ 5. 384 0. 425 0. 384 0. 137

注: EＲ=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WF=工作挫折感，NE =领导拒谏，VB =建言行为，JS =工作满意度，CW=反生产行为，“+”代表前后两个因子合

并; ＊＊表示 p＜0. 01。

3、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见表 2。由表 2 可知，领导拒谏与工作挫折感( r = 0. 25，p＜

0. 01) 和反生产行为( r= 0. 21，p＜0. 01) 显著正相关，与建言行为( r= －0. 36，p＜0. 01) 和工作满意度( r = －0. 25，
p＜0. 01) 显著负相关。此外，工作挫折感与建言行为( r= －0. 33，p＜0. 01) 和工作满意度( r = －0. 38，p＜0. 01) 显
著负相关，与反生产行为( r= 0. 35，p＜0. 01) 显著正相关。

表 2 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Mean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性别 1. 41 0. 49
2年龄 2. 38 0. 98 －0. 10
3学历 3. 36 0. 58 －0. 05 0. 45＊＊

4职位层级 2. 40 0. 74 －0. 06 0. 62＊＊ 0. 34＊＊

5工作年限 4. 73 4. 73 －0. 08 0. 61＊＊ 0. 26＊＊ 0. 44＊＊

6领导拒谏 2. 85 0. 85 0. 02 －0. 08 －0. 06 －0. 16* －0. 10
7工作挫折感 2. 81 1. 01 0. 06 －0. 05 －0. 09 －0. 18＊＊ －0. 01 0. 25＊＊

8情绪调节自我效
能感

3. 33 0. 71 －0. 01 0. 16* 0. 10 0. 19＊＊ 0. 15* －0. 15* －0. 16*

9工作满意度 3. 87 0. 51 －0. 12 0. 25＊＊ 0. 13* 0. 33＊＊ 0. 17＊＊ －0. 25＊＊ －0. 38＊＊ 0. 18＊＊

10建言行为 3. 56 0. 69 －0. 22＊＊ 0. 19＊＊ 0. 09 0. 25＊＊ 0. 08 －0. 36＊＊ －0. 33＊＊ 0. 16* 0. 48＊＊

11反生产行为 2. 15 0. 61 －0. 07 －0. 23＊＊ －0. 15* －0. 23＊＊ －0. 15* 0. 21＊＊ 0. 35＊＊ －0. 17＊＊ －0. 37＊＊ －0. 23＊＊

注: 性别: 1=男，2=女; 年龄: 1= 25岁及以下，2= 26～30岁，3= 31～35岁，4= 36岁及以上; 学历: 1=高中及以下，2=专科，3 =本科，4 =研究生及以

上; * 、＊＊分别表示 p＜0. 05、p＜0. 01。

4、假设检验
表 3显示出整个分析过程和结果。由模型 2可知，领导拒谏对员工工作挫折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β =

0. 23，p＜0. 001) 。因此，假设 1得到支持。
由模型 6、模型 9、模型 12可知，工作挫折感对工作满意度( 模型 6，β= －0. 30，p＜0. 001) 和建言行为( 模型

9，β= －0. 23，p＜0. 001)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反生产行为( 模型 12，β= 0. 31，p＜0. 001)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
此，假设 2a、假设 2b、假设 2c成立。
关于工作挫折感的中介作用，检验步骤如下: 第一步，检验领导拒谏对员工工作结果( 工作满意度、建言

行为和反生产行为) 的主效应，由表 3可知，领导拒谏对工作满意度( 模型 5，β = －0. 20，p＜0. 001) 和建言行为
( 模型 8，β= －0. 33，p＜0. 001)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反生产行为( 模型 11，β = 0. 20，p＜0. 01) 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假设 3a、假设 3b 和假设 3c 得到支持; 第二步，领导拒谏对工作挫折感的直接效应检验已经得到验证; 第
三步，将领导拒谏和工作挫折感同时加入到回归模型中。由模型 6、模型 9、模型 12 可知，在加入工作挫折感
后，领导拒谏的回归系数数仍然显著，但显著性水平下降( 模型 6，β = －0. 14，p＜0. 05; 模型 9，β = －0. 28，p＜
0. 001; 模型 12，β= 0. 13，p＜0. 05) 。因此，假设 4a、假设 4b 和假设 4c 成立，即工作挫折感能部分中介领导拒
谏与员工工作结果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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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验证中介效应的存在，本文采用了 Preacher 和 Hayes［78］提出的拔靴法( bias-corrected boot-
strapping procedure) 来检验间接效应是否显著。表 4 显示了间接效应的大小、标准误和 95%的可置信区间。
由表 4可知，领导拒谏通过员工工作挫折感对员工工作结果产生了显著的间接影响，这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4a、假设 4b和假设 4c。

表 3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工作挫折感 工作满意度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性别 0. 04 0. 04 0. 07 －0. 09 －0. 09 －0. 08
年龄 0. 08 0. 06 0. 08 0. 12 0. 14 0. 15
学历 －0. 03 －0. 03 －0. 03 －0. 06 －0. 06 －0. 07
岗位层级 －0. 24 －0. 20* －0. 19* 0. 28＊＊＊ 0. 24＊＊ 0. 18*

工作年限 0. 05＊＊ 0. 07 0. 07 －0. 02 －0. 03 －0. 01
领导拒谏 0. 23＊＊＊ 0. 19＊＊ －0. 20＊＊＊ －0. 14*

工作挫折感 －0. 30＊＊＊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0. 08
领导拒谏×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0. 14*

Ｒ2 0. 04 0. 09 0. 12 0. 13 0. 17 0. 25
ΔＲ2 0. 05＊＊＊ 0. 03* 0. 04＊＊＊ 0. 08＊＊＊

变量
建言行为 反生产行为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性别 －0. 20＊＊ －0. 20＊＊ －0. 19＊＊ －0. 08 －0. 08 －0. 09
年龄 0. 13 0. 16 0. 17 －0. 13 －0. 16 －0. 17
学历 －0. 06 －0. 06 －0. 06 －0. 05 －0. 05 －0. 05
岗位层级 0. 21* 0. 15＊＊ 0. 11 －0. 14 －0. 11 －0. 05
工作年限 －0. 10 －0. 12 －0. 11 0. 02 0. 04 0. 01
领导拒谏 －0. 33＊＊＊ －0. 28＊＊＊ 0. 20＊＊ 0. 13*

工作挫折感 －0. 23＊＊＊ 0. 31＊＊＊

Ｒ2 0. 11 0. 22 0. 27 0. 07 0. 11 0. 20
ΔＲ2 0. 11＊＊＊ 0. 05＊＊＊ 0. 04＊＊ 0. 09＊＊＊

注: * 、＊＊、＊＊＊分别表示 p＜0. 05、p＜0. 01、p＜0. 001。下同。

表 4 领导拒谏对员工工作结果的间接影响( 通过员工工作挫折感)

Bootstrap-indirect effect SE Lower Limit 95% CI Upper Limit 95% CI
领导拒谏→工作挫折感→工作满意度 －0. 08＊＊＊ 0. 03 －0. 15 －0. 04
领导拒谏→工作挫折感→建言行为 －0. 05＊＊＊ 0. 02 －0. 11 －0. 02
领导拒谏→工作挫折感→反生产行为 0. 08＊＊＊ 0. 03 0. 04 0. 14

注: N= 235。

关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将中心化后的领导拒谏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相乘构造乘积项并

加入到回归模型中。由表 3 可知，领导拒谏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乘积项显著( 模型 3，β = －0. 14，p＜
0. 05) ，假设 5得到支持，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负向调节领导拒谏与工作挫折感之间的关系。
为了更直观地揭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分别以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和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

为基准描绘了对于不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员工，领导拒谏与工作挫折感之间关系的差别。如图 2 所示，
领导拒谏正向影响员工工作挫折感，员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负向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当员工情绪情绪调

节自我效能感越高时，领导拒谏对员工工作挫折感的正向影响越弱。
5、调节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检验被调节的中介作用，运用 Bootstrap方法结合 Preacher 等［79］开发的 SPSS 宏 MODMED 检验有调

节的中介作用。在 MODMED中设定自变量为领导拒谏，因变量为员工工作结果，中介变量为员工工作挫折
感，调节变量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Bootstrap 随机抽样的次数设定为 5000。运行结果如表 5 所示。在情绪
调节自我效能感低于 1个标准差时，工作挫折感的中介效应显著; 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高于 1个标准差时，
工作挫折感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结果表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越高，工作挫折感在领导拒谏和员工工作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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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之间的中介作用越弱。因此，假设 6得到支持。

图 2 员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领导拒谏与工作挫折感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表 5 工作挫折感在情绪自我调节效能感不同水平上的中介作用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间接效应 SE 95% Bootstrap CI
领导拒谏→工作挫折感→工作满意度

－SD －0. 056 0. 017 ［－0. 093，－0. 027］
M －0. 036 0. 014 ［－0. 072，－0. 013］
+SD －0. 017 0. 018 ［－0. 059，0. 014］

领导拒谏→工作挫折感→建言行为
－SD －0. 058 0. 022 ［－0. 110，－0. 023］
M －0. 037 0. 017 ［－0. 078，－0. 011］
+SD －0. 017 0. 020 ［－0. 061，0. 014］

领导拒谏→工作挫折感→反生产行为
－SD 0. 063 0. 020 ［0. 029，0. 107］
M 0. 041 0. 016 ［0. 014，0. 076］
+SD 0019 0. 020 ［－0. 018，0. 063］

结论与启示

1、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情感事件理论为基础，探讨了领导拒谏行为对员工工作结果的影响以及其中的影响机制，重点

分析了员工工作挫折感的中介作用和员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在文献总结、理论分析的基础
上，本文提出了六个相关研究假设，并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各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领导拒谏通
过员工工作挫折感的中介作用对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建言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员工的反生产行为产

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员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不仅调节了领导拒谏对下属工作挫
折感的正向影响，还调节了工作挫折感在领导拒谏与员工工作结果之间的中介作用。具体来讲，员工情绪调
节自我效能感越高，领导拒谏行为对员工工作挫折感的正向影响越弱，且工作挫折感在领导拒谏与工作结果

关系间的中介效应越弱。
2、理论贡献
本文基于情感事件理论，将领导拒谏的结果变量拓展到员工工作结果，并验证了员工工作挫折感以及员

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基于本研究的结论，主要有以下理论贡献:
首先，建言所具有的挑战性及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领导者经常做出消极的反应( 如领导拒谏) ［23］。遗憾

的是，已有的关于领导拒谏的研究不仅稀少，而且大多探讨的是如何促使领导采纳员工的建言［4，12，24，36］。更
重要的是，领导纳谏与领导拒谏是独立存在的两个概念［23］，领导纳谏的研究成果很难对领导拒谏做出合理的

解释。为此，本研究着眼于领导拒谏这一重要却相对研究较少的领域。研究结果表明领导拒谏不仅会降低员
工后续的建言行为和工作满意度，还可能导致员工产生反生产行为。这说明领导拒谏对员工的工作结果存在
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对员工建言反应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如何促使领导采纳员工的建言，更有必要探讨领
导对员工建言的消极反应。本研究的结果丰富和完善了领导对员工建言反应的研究视角，也为更好地理解领
导拒谏这一问题做了初步的尝试。
其次，领导拒谏作为领导对员工建言的否定和拒绝，是否及如何对员工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目前的研

究还缺乏相应的关注。情感事件理论指出情绪在工作事件与员工的态度和行为间扮演着中介角色，特别是负
面工作事件带来的消极情绪对员工的情感和行为的影响要更为明显［30］。为此，本研究将情感事件理论拓展
到领导拒谏这一情境中，研究的结果也间接地支持了这一论点。研究结果表明员工工作挫折感在领导拒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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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工作结果间发挥着部分中介的作用。因此，本研究为探究领导拒谏对员工工作结果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
角，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一中间机制的“黑箱”。
再次，个体情感对行为的预测十分复杂，即使同样的情感对个体行为也会产生双重的影响［80］。学者们也

呼吁未来的研究应当进一步探讨特定的情感反应对具体行为的预测作用［44］。为此，本研究实证分析了工作
挫折感对员工工作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领导拒谏与员工工作满意度和建言行为负相关，与反生产行为正
相关。因此，本研究的结果为挫折情绪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直接的证据，也是对学者呼吁的有效回应。
最后，尽管情感事件理论指出个体特质会调节工作事件与情感反应之间的关系，但是很少有学者研究情

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学者们也呼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探索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具体作用机制［69］。
实际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作为一种重要的个体差异变量，对个体情绪状态的管理至关重要［34］。本研究的
结果表明员工情绪调节效能感不仅调节了领导拒谏对下属工作挫折感的影响，还调节了工作挫折感在领导拒

谏与员工工作结果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的结果拓展了情感事件理论，为个体特质的调节作用提供了新的
证据，也为明晰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作用做了一个有益的尝试。

3、管理启示
尽管建言的重要性已经得越来越多的组织的认可，但是领导拒谏在组织中十分常见，建言者被惩罚、给予

负面评价也时有发生。本研究表明，当员工建言无法得到上级的接纳或积极回应时，会对员工的工作结果产
生负面影响。因此，上级在拒绝下属的建议时应当考虑拒谏给员工带来的负面影响，采取适当的方式降低员
工的工作挫折感感知和负面行为的产生。此外，本研究发现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较低的员工更容易对领导的
拒谏产生挫折情绪。因此，对于这部分员工，企业管理者应该运用各种方式缓解员工的负面情绪，在拒绝他们
的建议时也应采取更加委婉的方式。例如，企业管理者可以营造一种和谐积极的工作氛围，强化员工自我情
绪管理意识和能力，给予受挫员工一定的心理辅导和帮助等。

4、研究局限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虽然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以下局限性，在未来研究中可予以改进: ( 1) 虽然分三个时间点

收集问卷，但本研究的变量均来自于同一被试。尽管从问卷收集程序和后续统计检验上进行了控制，不存在
明显的共同方法偏误问题，但今后仍需在此方面予以完善。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同时从员工和领导两个方面
来收集数据，将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整合，从而为领导拒谏对员工工作结果的影响提供一个更加严谨的检验。
( 2) 本研究以情感事件理论为基础，从情绪的角度探讨领导拒谏对员工工作结果的影响，未来可以从其他的
理论和视角对这一机制进行探讨。例如，领导拒谏可以说是领导者对员工建言的一种负面反馈［18］，而负面反
馈能够使个体产生改变行为的意识和动机［81］。因此，从认知与动机的视角出发探讨这一过程可能是一个有
益的尝试。( 3) 本研究选取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这一个体特质作为调节变量，实际上个体的情绪调整策
略［32］、印象管理动机［82］等都会调节工作事件与情感反应之间关系。因此，未来可以考虑更多的调节变量，进
一步检验该模型的理论边界。( 4) 本研究将工作满意度、建言行为和反生产行为作为因变量，而领导拒谏可
能给员工的其他工作结果产生影响。例如，领导拒谏是否会影响员工的工作绩效，是否会对员工后续建言的
质量产生影响等。因此，未来可以探讨领导拒谏对员工其他工作结果的影响。( 5) 本研究探讨的领导拒谏行
为侧重于对员工建言内容的负面反馈。实际上，领导拒谏存在着不同的表达策略，如直接拒谏( 即直接无保
留拒绝) 和间接拒谏( 如给出理由) 等形式［17］。一些研究表明上级如果采取恰当的反馈方式，员工不容易产
生较高的负面情感，反而会产生积极作用［83，84］。这暗示着领导拒谏形式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员工不同的挫折
情绪反应。因此，未来可以通过严格的实验设计考察不同的领导拒谏的形式与员工工作挫折感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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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ce Non-endorsement and Employee Work Outco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Wu Song1，Weng Qingxiong2 and Zhang Yue3

( 1．School of Business，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Xi’an 710100;
2．School of Management，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Hefei 230026;

3．School of Business，Shandong University at Weihai，Weihai 264209)

Abstract: Whether and how the leaders’negative response to employees’voice ( e．g． voice non-endorsement) influences employee work
outcomes has long been ignored by researchers． Based on affective events theory，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ployee
work frustr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mployee self-efficacy for emotional regul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voice non-endorse-
ment and employee work outcomes ( e．g． job satisfaction，voice behavior and counterproductive behavior) ． Ｒesults indicate that: ( 1)
voice non-endorsement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employee job satisfaction and voice behavior，and positively related to counterproductive
behavior; ( 2) work frustration partially mediates these relationships; ( 3) emotional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voice non-endorsement and work frustration，such that positive association is weaker for employees who have
high emotional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and ( 4) emotional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moderat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work frustration． Fi-
nally，we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limit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this study．
Key words: voice non-endorsement，work frustration，self-efficacy for emotional regulation，affective events theory


